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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
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张广海，袁洪英，段若曦，董跃蕾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青岛 266100）

摘要：以中国 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 5A和 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

（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

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

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

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

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

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

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

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

（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

（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

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

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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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基石，高质量的旅游资源能够充分满足旅游者精神愉悦

体验的需求[1]。随着时代发展需要，景区高质量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体现。中国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共划分为 5级，其中 5A和 4A级是中国旅游景区两个最高等级，景区等级越

高，其基础设施水平、配套服务水平、服务及产品质量、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平越高，是

能满足游客高品质旅游体验的景区，成为中国核心的高等级旅游资源。加强高等级旅游

景区资源的深度开发，能顺应中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趋势，可为中国从旅

游大国走向旅游强国提供重要支撑[2]。2001年中国首次评定4A级景区223家，2007年评

定首批5A级景区66家，之后多次增加和扩评，到2019年底，中国5A和4A级景区分别

有280家和3603家，共3883家。以5A和4A级景区为代表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

多，有效提升了景区乃至区域旅游的吸引力、竞争力，但随着高等级景区数量急剧扩

张，也导致部分景区在管理、市场环境以及资源保护等方面存在多种问题，阻碍了景区

可持续发展和旅游质量的提升。2015年原国家旅游局启动旅游景区退出机制[3]，对一些

“问题景区”采取摘牌、警告、整改等措施，日益常态化的旅游景区退出机制保障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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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质量的有效提升。目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旅游消费和旅游需求奠定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消费升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

间分布不均衡，阻碍了旅游资源与产品深度开发及其提质增效，限制了旅游者空间流向

优化以及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一直是国外旅游研究的重点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特定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如Kang等[4]运用GIS和网络分析识别韩国首尔的旅游

景点系统空间结构；Kirilenko等[5]结合网络分析、空间分析和地理可视化技术，根据旅游

景点所服务的游客大数据研究佛罗里达州旅游景点群聚类问题，以及各旅游景点群异同

点；二是关于旅游目的地景区空间结构研究，如Park等[6]利用旅游者移动大数据的轨迹

数据研究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其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为主[7]。

中国旅游业地区空间差异较大[8]，旅游景区资源区域差异成为旅游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问

题[9]。国内景区空间分布研究主要针对特定地域景区资源，包括A级景区[10,11]、城市群[12,13]、

特定地域[14-17]、省级[18-23]、城市[24-26]等进行多视角研究，其方法多以定量分析为主。

综上，尽管学界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研究较为丰富，但多以特定区域或全国A级景区

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空间尺度下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综合分析不

足，不利于揭示区域景区发展内在动力机制和空间特征。从产业角度看，中国旅游业则主

要以5A和4A级的高等级旅游景区为主体。据统计，中国5A、4A级景区旅游收入占全国

A级景区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旅游接待人次占比近70%，而其数量则仅为A级景区总

量的1/3。因此，加强高等级旅游景区多尺度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深入分析中国

旅游景区空间布局及其演化过程，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

子，以期为推动旅游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均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以 2019 年末 333 个地级市为基本单元，另增加北京、上海、重庆、天津 4 个直辖

市，共计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其中港澳台地区不纳入研究范围。时间以

2001—2019年为限。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省（市）旅

游统计年鉴以及文化与旅游部（原国家旅游局）与各省市相关网站公布的 5A、4A级景

区名录，借助百度坐标拾取器采集各景区 (X, Y) 地理坐标，在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上，

利用ArcGIS将不同时间截面的高等级旅游景区位置信息标记为点状要素，具体确定高等

级旅游景区所在市域位置，通过核实、汇总，剔除摘牌、降级等景区样本，可依次建立

城市、区域、省级、全国等多空间尺度的逐年高等级旅游景区（含 5A、4A级）资源点

数据库和空间分布图，用以综合分析其多尺度时空特征。

1.2 研究方法

1.2.1 区域差异测度

根据某类样本的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总熵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统计学特征，从

区域空间角度，构建高等级旅游景区总体分异指数（GDI） [27]，用来测度某一空间尺度

研究对象整体区域分异程度。其步骤如下：

（1）计算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总熵指数、阿特金森指数[28-30]等4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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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为第 i个地区高等级旅游景区数（家）； μ为高等级旅游景区数的均值（家）；n

为研究区域个数（个）；ε是一个与差异值灵敏度有关的参数，取0.5进行计算，并为保证

计算过程中对数函数有意义，平移0.0001个单位[31]。

（2）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

GDI计算的方法为CV、T、GE、A与各自权重之积相加而成。其中权重采用熵值法

确定，其步骤过程如下[32,33]：

xpq =(ypq - yq min)/(yq max - yq min) （5）

Xpq = xpq ∑
p = 1

t

xpq （6）

eq = - 1
lnt
∑
p = 1

t

(Xpq × ln Xpq) （7）

dq = 1 - eq （8）

Wq = dq ∑
i = 1

n

dq （9）

GDI = W1CV + W2T + W3GE + W4 A （10）

式中： xpq 为第p个年份第q个指数值的标准化值； yq max 、 yq min 分别为第 q 个指标所在矩阵

列的最大值、最小值； Xpq 为第 p 个年份第 q 个指数值的占比； eq 为指标信息熵； dq 为信

息冗余度；n为指数个数（个）；Wq 为指标权重值；GDI 为某一特定区域总体分异指数。

1.2.2 时空格局测度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间分布特点，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方法，包括核密度分析法，主要测算和分

析区域内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凝聚程度、空间分布密度及局部特征；采用全局 Mo-

ran's I指数，进一步分析高等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的相似集聚或随机分散特征[34]；采用

Getis-ord Gi
*指数，深入分析在不同空间位置上高等级旅游景区属性值的高值和低值的聚

集情况，将研究区域分布划分为冷点地区、次冷点地区、次热点地区、热点地区等类

型，有助于系统研究和准确把握其资源属性的时空分异特征[35]。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方便灵活的新统计学方法，可以度

量给定数据的空间分异性、寻找变量最大的空间分异，寻找因变量的解释变量，亦可以量

化两两因子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其公式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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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1 -∑h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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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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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 SST = Nσ2 （12）

式中：h=1, 2, …, L 为因变量 Y 或自变量 X 的分类；Nh和 N 分别是层 h 和全区的单元数

（个）； σ 2
h 和 σ2 分别为层h和全区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

方差；q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q∈ [0, 1]，q值越接近 1则代表该自变

量解释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能力越强。

2 结果分析

2.1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时空格局分析

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高等级旅游景区由228家

增至 3883家，年均增速为 17.06% （图 1）。其中，2001—2014年间年均增长率呈明显的

“W”型波动变化，2015年后逐渐趋于平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4A级旅游景区由各省份评

定，其数量成为高等级旅游景区的主体，占比较大，但其数量增长速度在2015年之后逐渐

趋于平缓，主导着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变化趋势。2005年原国家旅游局颁发《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2007年中国开始评定5A级景区，但每年增加数量控制较严格。总

体来看，4A级景区数量占高等级旅游景区总量的90%以上，2001—2019年4A级景区年均

增长率为16.86%，与全国年均增长率基本持平，2007—2019年5A级景区年均增长率相对

较低，仅为9.76%。2015年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出“515战略”为提升景

区旅游服务的质量，明确建立健全景区等级的“退出制度”，自此各省份自上而下实行景

区等级质量复核，并对不符合等级标准的景区实施“取消等级、降低等级、严重警告、警

图1 中国四大地区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及其增长率

Fig. 1 The resources quantity and growth rate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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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通报批评”等措施，对高等级旅游景区评定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由重数量

规模扩张型向重提质增效型转变，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增长趋势进入相对平缓状态。

2.1.1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序变化分析

从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分布情况（图1）看，2001—

2019年间，东部由103家增至1253家，年均增长率为14.89%；中部由40家增至919家，

年均增长率为19.02%；西部由70家增至1400家，年均增长率为18.11%；东北地区由15家

增至311家，年均增长率为18.35%（图1）。具体表现为中部和东北的增长率较高，但数量

较少；西部数量较多，增长率相对较高；东部数量最多，增长率最小。2017年及以前东部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最多，且常年保持着“东—西—中—东北”阶梯式递减分布的格

局；2018—2019年，西部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总量超过东部，改变了往年的增长格局。这

主要是由于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进程、自然环境、资源基础等要素差异造成

的。东北地区发展文化旅游业，培育新消费增长点的政策优势明显，但经济发展低迷，因

此高等级景区增长速度较高，但数量相对较少；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区位与开发基础条件

较好，但受经济发展影响，高等级景区数量规模相对较少；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稳步增强，

基础设施完善升级，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开发后继优势明显，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东部

沿海地区是中国旅游业的核心地区，区位、市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突出，高等级旅

游景区数量最多，但旅游资源开发广度和深度大，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

（1）省级地域尺度

从省级尺度上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31个省份，所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最

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四川省（296家）和西藏自治区（16家）；2001—2019年，年均增长率

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黑龙江省（25.60%）和上海市（6.57%）。这主要在于四川省旅游资源

丰富，政府重视并加大高等级旅游景区建设力度，2017年制定了《四川省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提升标准（暂行）》对5A、4A级旅游景区提出了更高的创新发展与管理要求，以促进

旅游景区全面转型升级，带动全省区域旅游的快速发展。而西藏地处高寒地区，自然条件

和环境生态限制性因素较多，导致旅游资源开发难度大，高等级旅游景区数目较少。黑龙

江省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省份，地处寒温带，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系统，政府

依托其气候特点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重点挖掘丰富的冰雪气候和生态资源，优

先发展冰雪旅游和生态旅游，提出了建设中国重要的特色冰雪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规划，

从而带动其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上海市则主要是地域面积较小，且旅

游开发较早，优质景区资源均得到开发，后期增长率则逐渐降低并趋于平缓。

（2）城市群尺度

参照方创琳等[37]提出“5+9+6”城市群格局的划分标准，进一步从城市群尺度来看

（图2），截至2019年末，中国20个城市群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总数为3154家，占

全国总数的80%以上，承载着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的主体。研究期内，5个国家级城市群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总数由118家增至1540家，到2019年占总数比例几近50%，年均增

长率为15.34%；9个区域性城市群由61家增至1316家，到2019年占比达40%以上，年均

增长率为18.60%；6个地区性城市群由14家增至298家，占比则不到10%，年均增长率

为18.52%。显然，国家级城市群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最多，但年均增长率低

于国家水平；区域性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年均增长率高于国家水平；地区性城市群数

量较少，但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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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末，国家级城市群所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长

三角城市群（603家）和珠三角城市群（108家）；年均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成渝

城市群（17.90%）和京津冀城市群（10.85%）。区域性城市群所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

资源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海峡西岸城市群（268家）和天山北坡城市群（33家）；年均增

长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江淮城市群（28.48%）和辽中南城市群（13.03%）。区域性城

市群所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黔中城市群（268家）和宁夏沿

黄城市群（16家）；年均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黔中城市群（28.71%）和辽中南城

市群（9.52%）。结果表明，国家级城市群数量及增长率的相对差异较小，区域性和地区

性城市群数量及增长率的相对差异较大。究其原因，组成国家级城市群的城市主要位于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四川、重庆等地，这些省

（市）大部分位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如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珠三

角、成渝地区等；组成区域性城市群的城市主要位于辽宁、福建、浙江、广东、江西、

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安徽、河北等地，这些省份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组成

地区性城市群的城市主要位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各城市群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分

布和年均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进程、自然环境、资源

基础等要素，影响着景区投资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广度和深度。

（3）地级以上城市分析

对地级以上城市进一步分析，到2019年中国337个研究对象中仅5%的城市拥有高等级

旅游景区数在30家以上，占全部总数的17.07%，其中重庆市（115家）、北京市（73家）、

成都市（43家）分列前三，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82%、8.4%、16.78%；近39%的城市拥

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在10~30家之间，占比55.86%；54%以上的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

数在10家以下，占比仅为26.06%，显然过半数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不足10家，其

中那曲地区、临沧市、怒江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数为0。

另外，从年均增长率来看，高等级旅游景区增加速度超过20%的城市，包括抚州、辽

源、宿州、六盘水、金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巴中、内江、锦州、佳木斯等58个，

图2 不同类型城市群及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及增长率

Fig. 2 The number and growth rate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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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大都属于四五线城市，旅游开发相对较晚，但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

级旅游景区开发建设速度快速提升。总体来看，不同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和增

长率差异较大，城市规模越大其数量越多，增长率越低，反之城市规模越小其数量越

少，而年均增长率越高（图2）。

2.1.2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空间格局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选取2001年、2007年、2010年、2015年、2019年等5个

时间截面，进一步对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进行多尺度分析。

（1）省级尺度

图3显示，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但区域

空间分异现象一直存在。具体从5个研究时间截面内的不同区际变化来看，东部地区高

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占总体比例分别为45%、42%、41%、39%、32%，占比逐年下降；

中部地区占比分别为18%、22%、22%、22%、24%，占比平稳上涨；西部地区占比分为

31%、27%、29%、33%、36%，占比呈现波动式上涨；东北地区的比例分别为 7%、

9%、8%、6%、8%，占比变化较小。这说明中西部地区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不断增

加，到2019年达到总量的60%，而东部地区则呈减少趋势，到2019年下降了13%，东北

地区则基本平稳态势，改变了中国旅游开发沿海地区与内陆“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

形成了“西—东—中—东北”阶梯式递减分布的地域特点。通过对2019年中国各省份高

等级旅游景区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P-Score＞0.05，表明在省级地域单元的高等级旅游

景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2）城市群尺度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3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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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分析城市群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特征，运用ArcGIS核密度分析工具，采用自

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5类，生成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图4）。

具体来看，2001年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处于集聚萌芽状态，主要出现了京—津—冀

聚集区和苏—沪—皖—浙聚集区；2007年新增了豫、渝、粤等核心集聚区；2010年则又

新增了辽、鲁、川、桂、晋—冀—豫集聚区；2015年新增了黑龙江、鲁—皖—沪—浙—

鄂—湘、晋—豫—陕、川—渝—黔等聚集区；到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呈现出主

要依托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其中，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京

津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内为高核密度区，北部湾、关中、中原三个

区域性城市群为较高核密度区，而中等核密度区、较低核密度区则大多分布在高核密度

城市群的外围。结果表明，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分布呈现逐步两点集

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

（3）地级以上城市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自然断点法，按照各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

量，将其划分为5类规模水平，多尺度分析各研究单元的空间特征，生成中国高等级旅

游景区资源城市空间分布图（图5）。其中，2001年低、较低、中等、较高、高等5类水

平城市数分别占比 61.98%、28.10%、6.61%、2.48%、0.83%；2007 年分别为 67.48%、

20.73%、8.94%、2.03%、0.81%；2010 年分别为 66.55%、19.80%、10.24%、2.73%、

0.68%；2015 年分别为 72.73%、 19.80%、 10.24%、 2.51%、 0.63%； 2019 年分别为

61.4%、20.67%、12.77%、4.26%、0.91%。可见，总体上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

量成正相关。到2019年高水平区含北京、上海、重庆三市；较高水平区包括天津、哈尔

滨、鄂尔多斯、乌海、苏州、无锡、杭州、绍兴、宁波、景德镇、桂林、阳朔、成都、绵

阳、德阳等15个城市；其他主要为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区，大都分布在高与较高水平城

图4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核密度分布变化

Fig. 4 The change of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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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周边。具体分析可知，中国60%以上的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一直处

于低水平状态，虽然有些城市从较低水平、中等水平演化到较高水平阶段，但仅有重

庆、成都、南宁、鄂尔多斯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步入高水平区。

同时，通过对 2019年各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P-Score＜0.05，

表明各城市地域单元的高等级旅游景区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由Getis-Ord Gi
*指数值分析

可知，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间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而

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及西藏地区，总体上呈现热点区、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冷

点、次冷点地区范围较小（图5f）。这表明中国各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关联性强，空

间溢出作用明显。

2.1.3 高等级旅游景区总体分异测度指数分析

为了系统分析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区域差异，通过测度全国、四大地区、城

市群和城市单元[38]的GDI指数，多尺度深入比较分析研究单元之间的空间差异，更全面

地刻画和认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区际差异特征。

在全国尺度来看，分别按省级、四大区域和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依次计算其高等级

旅游景区GDI指数可知（表1），2001—2019年间，省级、区域GDI指数变化很小，方差

几近为零，表明各单元区域差异状况基本不变；而以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研究对象来

看，GDI指数变化相对较大，表明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各单元区域差异状况产生较大

变化。

按四大区域来看，以省域为研究单元测度其高等级旅游景区GDI指数可知，2001—

2019年间GDI指数变化较小，方差几近为零，表明各单元区域差异状况总体上基本不

变，进一步分析可见，东、西部地区的GDI指数在时序上略有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高等

图5 中国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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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旅游景区的区域差异主要受景区投资开发、市场规模与潜力、旅游产业地位等影响，

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在于景区开发力度和广度较大。以20个城市群为研究单元，测度其高

等级旅游景区GDI指数可知，2001—2019年间，国家级、区域性和地区性三类城市群

GDI指数方差几近为零，表明各单元区域差异状况基本不变。

以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按四类城市规模测度其高等级旅游景区GDI指

数可知，2001—2019年间GDI指数都呈下降趋势，且变化较大，结合其方差呈现“小城

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特大城市”依次递减状态，表明各类型区域差异状况产生很大

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中等城市GDI指数一直大于 1，表明该类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

差异大。

2.2 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各地域内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集聚程度深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进程、自然

环境、资源基础等要素的综合影响[10]。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区域旅游开发的核心吸引

物，是景区开发与建设的主体，区域经济发展为旅游景区开发建设提供客观物质基础，

政府决策行为是景区开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而人口规模和交通便捷度是旅游景区开发

建设的重要保障条件[39,40]。根据科学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了人口规模（x1）、交通

条件（x2）、政府行为（x3）、产业结构（x4）、旅游经济（x5）、人文资源（x6）、海拔高度

（x7）、河流密度（x8）、湖泊密度（x9）等指标，定量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影响高等级旅游

表1 多尺度下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GDI指数

Table 1 GDI index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at multiple scales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方差

全国GDI指数

省级

0.29

0.31

0.33

0.34

0.32

0.30

0.28

0.27

0.28

0.28

0.29

0.31

0.31

0.31

0.31

0.31

0.29

0.30

0.30

0.00

四大区域

0.26

0.26

0.25

0.24

0.22

0.19

0.20

0.21

0.21

0.21

0.22

0.23

0.23

0.23

0.22

0.21

0.19

0.18

0.18

0.00

城市

2.95

2.69

2.44

2.39

2.03

1.84

1.62

1.45

1.22

1.05

0.94

0.94

0.80

0.75

0.68

0.62

0.55

0.50

0.49

0.64

四大区域GDI指数

东部

0.23

0.22

0.24

0.21

0.24

0.23

0.25

0.27

0.29

0.29

0.32

0.34

0.36

0.36

0.37

0.38

0.38

0.39

0.40

0.00

中部

0.10

0.11

0.15

0.15

0.13

0.13

0.13

0.10

0.11

0.11

0.11

0.10

0.07

0.04

0.04

0.06

0.06

0.07

0.07

0.00

西部

0.27

0.30

0.31

0.31

0.27

0.29

0.23

0.21

0.21

0.24

0.24

0.26

0.26

0.27

0.27

0.29

0.28

0.31

0.32

0.00

东北

0.24

0.21

0.26

0.34

0.33

0.30

0.21

0.19

0.24

0.18

0.15

0.14

0.14

0.20

0.23

0.14

0.09

0.07

0.08

0.01

城市群GDI指数

国家级

0.22

0.23

0.25

0.25

0.27

0.24

0.26

0.24

0.25

0.22

0.23

0.23

0.22

0.22

0.23

0.23

0.22

0.22

0.21

0.00

区域性

0.81

1.06

1.02

1.05

0.34

0.25

0.22

0.21

0.19

0.19

0.22

0.23

0.23

0.23

0.24

0.23

0.22

0.21

0.19

0.10

地区性

0.40

0.30

0.34

0.34

0.32

0.34

0.28

0.26

0.19

0.18

0.15

0.14

0.15

0.14

0.16

0.16

0.17

0.19

0.21

0.01

城市GDI指数

特大城市

2.29

2.13

1.83

1.73

1.51

1.37

1.22

1.15

1.02

0.88

0.76

0.75

0.64

0.59

0.49

0.46

0.39

0.39

0.39

0.37

大城市

2.83

2.50

2.23

2.20

1.80

1.63

1.39

1.23

0.96

0.80

0.68

0.69

0.57

0.53

0.48

0.41

0.36

0.29

0.29

0.67

中等城市

2.42

2.58

2.48

2.61

2.38

2.38

2.34

2.12

1.92

1.70

1.78

1.61

1.43

1.45

1.26

1.20

1.19

1.24

1.25

0.28

小城市

3.08

2.74

2.74

2.74

2.54

2.03

1.57

0.99

1.00

0.78

0.85

0.86

0.64

0.61

0.66

0.74

0.55

0.59

0.5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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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资源区域差异的因素。其中，人口规模指标用年末常住人口数来表征；交通条件指

标用道路里程占地区面积比来表征；政府行为用年末政府工作报告中“旅游”和“景

区”两关键词出现频次之和来表征；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比例来表征；

人文资源指标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和博物馆数之和来表征。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官网等。

研究选取2019年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及相关指标数据，分别

从省级、城市群和城市三个尺度，运用地理探测器，将各指标按自然断点法分为五等进

行赋值，深入分析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表2），不同研究尺

度下9个自变量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9个指标均是影响高等级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省级尺度下人口规模、交通密度、旅游经济、人文资

源，q值均大于0.5；城市群尺度下人口规模、政府行为、社会经济、旅游经济、人文资

源、湖泊密度，q值均大于0.5；市级尺度下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的q值均大

于0.5；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因子在三个尺度下q值均大于0.5，且相对较

高。这表明，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成为影响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主要

共同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在不同尺度下影响程度则各有不同。

由于9个指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影响程度，通过地理探测器

双因子交互探测分析表明（表 3），各因子间存在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种交互结

果，不存在独立及减弱的关系，所有探测因子交互作用之后都增强了对高等级旅游景区

资源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度，说明高等级旅游景区区域分异格局的形成是各因子共同作用

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q值相对较小的河流密度、湖泊密度、海拔高度等3个要素亦均具

有较好的增强效果。

3 结论

以 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地域分布进行多尺度空

间分析，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核心旅游资源地域分布特点，深入研究了高等级旅游景

区时空结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协调优化布局，推动新时期中

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中国 5A和 4A级两个最高等级的旅游景区，构成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

其数量规模以4A级旅游景区为主，它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

势。2015年之后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由重数量规模扩张向重提质增效转变，其增长速度

进入相对平缓状态。

表2 多尺度下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分布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2 Detected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t multiple scales

探测指标

省级

城市群

城市

x1

0.794***

0.791***

0.670***

x2

0.544***

0.408***

0.049***

x3

0.135***

0.670***

0.053***

x4

0.022***

0.674***

0.063***

x5

0.663***

0.949***

0.639***

x6

0.604***

0.750***

0.643***

x7

0.473***

0.458***

0.149***

x8

0.070***

0.247***

0.014***

x9

0.255***

0.558***

0.054***

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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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时序变化过程看，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

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所拥有的数量与增长率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所拥有的数量最多

但增长率最低；其中，5%的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占全部总数的17%，每个城市

为 30家以上，而过半数城市拥有高等级旅游景区占全部总数的近 1/4，但每个城市却不

足10家；而年均增长率较高的城市占比近20%，但它们大都属于四五线城市，旅游开发

相对较晚，但速度提升较快。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之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现的

“东—西—中—东北”递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国家级城市

群拥有的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数量最多，但增长率较低，而区域性城市群数量和增长率

都相对较高，地区性城市群则数量较少、增长率较高。总体来看，不同城市拥有高等级

旅游景区数量和增长率差异较大，一般城市规模越大其数量越多，增长率越低，反之城

市规模越小其数量越少，而年均增长率越高。

（3）从空间分布看，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

位，空间溢出作用明显，这与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经济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具有相似

性[41,42]，景区是旅游业发展先决条件，高等级景区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形成“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同时，

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成正相关。到2019年，中、西部地区高等级旅游景区资

源数量占比达60%，改变了中国旅游开发沿海地区与内陆“东多西少”的传统空间格局。

（4）通过测度和分析2001—2019年全国、四大地区、城市群和城市的GDI指数，其

表3 多尺度下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分布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Table 3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t multiple scales

交互因子

x1∩x2

x1∩x3

x1∩x4

x1∩x5

x1∩x6

x1∩x7

x1∩x8

x1∩x9

x2∩x3

x2∩x4

x2∩x5

x2∩x6

x2∩x7

x2∩x8

x2∩x9

x3∩x4

x3∩x5

x3∩x6

省级

0.926

0.871

0.849

0.818

0.925

0.904

0.836

0.880

0.826

0.680

0.816

0.850

0.872

0.664

0.751

0.270

0.815

0.936

城市群

0.987

0.811

0.797

0.981

0.794

0.989

0.979

0.997

0.965

0.994

0.984

0.987

0.767

0.793

0.970

0.707

0.990

0.791

城市

0.704

0.716

0.711

0.770

0.768

0.709

0.699

0.699

0.146

0.170

0.741

0.750

0.240

0.134

0.213

0.157

0.737

0.733

交互因子

x3∩x7

x3∩x8

x3∩x9

x4∩x5

x4∩x6

x4∩x7

x4∩x8

x4∩x9

x5∩x6

x5∩x7

x5∩x8

x5∩x9

x6∩x7

x6∩x8

x6∩x9

x7∩x8

x7∩x9

x8∩x9

省级

0.841

0.269

0.734

0.687

0.659

0.593

0.295

0.485

0.874

0.705

0.674

0.744

0.738

0.669

0.853

0.580

0.695

0.606

城市群

0.817

0.807

0.795

0.981

0.797

0.818

0.808

0.793

0.978

0.986

0.960

0.993

0.987

0.977

0.990

0.692

0.773

0.703

城市

0.296

0.140

0.189

0.767

0.762

0.325

0.170

0.176

0.737

0.744

0.675

0.752

0.759

0.681

0.703

0.332

0.272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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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四大区域GDI指数基本不变；国家级、区域性和地区

性三类城市群GDI指数变化较小；四类不同城市规模的GDI指数呈下降趋势，且方差变化

较大，尤其是中等城市GDI指数一直大于1，表明该类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差异大。

（5）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分析和交互作用探测功能，分析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区

域分异格局的形成，是由人口规模、交通密度、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政府行为、社会

经济、自然资源基础等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10,39,40]。其中，

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不同尺度下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且河流密度、湖

泊密度、海拔高度等自然资源要素指标均具有较好的交互增强效果。

（6）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开发与建设，应更加重视人口规模、区域发展水平、旅游资

源等关键影响因素；充分发挥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特点，以及东部沿海地

区经济发达的基础优势，大力开发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等内陆区域的核心旅游景区，稳步

提升东部沿海地区景区质量；注重发挥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带动周边四五线城市的

旅游开发，重点加大中等城市高等级旅游景区建设力度，优化建设中国旅游开发“数量—

速度—质量”相互协调的均衡发展格局，积极推进中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7）本文主要基于旅游资源本身分析其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但是，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离不开旅游资源、客源市场以及旅游产业的紧密协调和相互作用。因此，把市场、

产业等紧密联系起来，纳入到研究范畴中，有助于精准认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与布

局，深入综合把握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高等级景区经营经济指标等基础资料的限制，本文主要针对中

国高等级景区分布的现实格局，通过深入分析景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

基础、资源与环境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力图寻找其宏观理论依据，对其政策影响

因素与评价、疫情等现实因素、影响指标体系等有待于深入和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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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ale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ZHANG Guang-hai, YUAN Hong-ying, DUAN Ruo-xi, DONG Yue-lei
(College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aking 4A and 5A scenic spots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337 citi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9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the overall differentiation index (GDI) and us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China, 4A scenic spots dominate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number and growth, and the growth rate enters a period of being

relatively stable after 2015. (2)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quence analysis, the number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 regions is small, but the growth rat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y are increasing fast, while the eastern region has the most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e lowest growth rate, exceeded by the western region

in number in 2017. The size of the city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growth rate. (3)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density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s related to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oastal areas and the central region. The spatial hot spots and sub- hot spots occupy the

dominant position, forming a pattern of "two points agglomeration, multi-pole and multi-region

agglomeration, clusters agglomeration". (4) The GDI index increases with the reduction of the

research scale, and the smaller the spatial scale is,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 resources are.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ar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resource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population scale, tourism economy as well

as human and culture resources are critica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scenic spots resources and coordinat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Keywords: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multi- scal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influ-

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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